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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洁勉

〔提   要〕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在实践、继承、累进、

总结、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

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其集大成者。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

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

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在新时代，中国外

交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科学客观地

认识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

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在继续改革开放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在这一伟大实践和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

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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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受了国内国际形势

变化的考验，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增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中国外交在不同阶段的理论继承、累进、总结、发展、探索和创

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

是其集大成者。当前，中国外交站在新的起点上，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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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一、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

引下，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改革开放中不断砥砺前行。

（一）启动和坚持改革开放

1978 年 12 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

程。邓小平在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

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

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 全会公

报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2] 习近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改革

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很关键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由于对世

界大势作出了正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

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3]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中国面

临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考验。在此环境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江泽

民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对此作出了坚决和明确回答：“面对新的国际形势，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

[1]　《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43 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网，http://cpc.
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1/4441902.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8 月 15 日）

[3]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

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 月 6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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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1]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在外交上打破美西方的“制裁”和围堵，制定和落实了大国、周边、发

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的战略布局，扩大对外开放并在应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

机中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进入 21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猛烈冲击世界时，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中流砥柱，

向世界彰显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

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

永不停滞。”[2] 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不断递升，从 2003 年世界第五到

2010 年跃居为世界第二。这一阶段的国内改革开放的重点是科学发展与和谐

社会建设，外交的重点是坚持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习近平提出“要把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3] 他还指出：“中国人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中国在

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

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4] 总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

（二）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改革开放 40 年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江泽民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42 页。

[2]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

2012 年 7 月 24 日。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9 页。

[4]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11 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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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结盟，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1981 年 7 月 18 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首次提出“中国要走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 中国在 1989 年政治风波及此后东欧剧变、苏联解

体和冷战结束时顶住美西方压力，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邓小平指出：“中

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

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

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2]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江泽

民在新形势下从世界多样性理论上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江泽民

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

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同大家商量解决。”[3] 此外，江

泽民还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有效应对了“炸

馆”、“撞机”和“9·11”事件，完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进程，维

护和扩大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进一步深化。

中国政府在 2005 年和 2011 年两次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从

实践和理论角度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问题。2005 年的白皮书指出：“中

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

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坚

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

[1]　韩振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究竟是何时提出的”，《北京日报》

2008 年 7 月 22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7542100.html。（上网时间：

2018 年 8 月 15 日）

[2]　《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359 页。

[3]　《江泽民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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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1] 2011

年的白皮书进而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

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国和平发展打

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

更加全面和辩证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

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

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3]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改革开放的 40 年里，始终存在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和怎么搞社会主义

的问题，在外交上则是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历史的必

然性。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抛弃我们的理想，“仍然要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4] 

邓小平还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

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

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5] 

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美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形成鲜明对照，体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勃勃生机。

习近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 年 12 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11 年 9 月。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第 443 页。

[4]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15 页。

[5]　同上，第 320-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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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习近平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作了最精辟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

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

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1]

二、把握规律，顺势而为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来就不是简单地描述世界现状，而是努力探索世

界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改造世界。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结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把握了国际形势和世界趋势

的规律，在外交上不断克服困难和胜利向前。

( 一 ) 善抓重点，纵深发展

20 世纪 70、80 年代，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因势利导地提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邓小平在深

刻分析当时的形势后得出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的结论，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

动指南。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把握国际大势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从世界多极化

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对“二十年战略机遇期”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在时代

潮流、非传统安全、地区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提出新分析和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以更高的政治和战略站位，更加积极营造内

外战略机遇，并明确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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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1] 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等方面上更加主动进取。中国提

倡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所有这些都是对国际大势的最新认识和主动营造。

（二）立场鲜明，道义指引

中国外交理论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属性，代表世界

发展的方向和时代进步的意义，因而体现了立场和道义的进步性。

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的政治纲领。早在 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就在一次重要的国内会议中明确指出：80 年代我们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 1982 年 8

月 21 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又进一步强调：“反对霸权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3] 改革开

放 40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决反对以强凌弱和以大

压小，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还一再表态，中国在强大以后也决不会

谋求霸权和称霸。

其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改革开放以来，秉持

公道、伸张正义贯穿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全过程，而且随着时代特点和外部环

境的变化，不断充实、丰富、发展，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后更是增强了

将理念变为现实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强调在全球和地区制度

上保障国际公平正义，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中国和发展

中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中不断提出和落实各种理念、制度和措施。

最后，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坚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伍。中国还推动了金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第 442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39 页。

[3]　同上，第 417 页。



8

《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5 期

砖国家机制，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以缩小了南北差距。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习近平为此指出：“广大发展中

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

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中

阿（拉伯）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合作都

是其重要载体和平台。

( 三）实事求是，分步推进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求真务实的原则，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中

国外交的目标和能力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国际形势又瞬息万变。因此，中国

外交特别强调要在世情和国情的前提下行稳致远。

中国外交理论重视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中国在倡导国际体系改革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时把奋斗总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的地域和领域的目标，通过循序

渐进和积小胜为大胜，分步累进实现总目标。例如，中国既提倡人类命运共

同体，也提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

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理念。又如，中国在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倡导的“双

轨”思路。有鉴于此，越来越多国家认同和响应中国的近、中、远期外交目标，

愿意同中国一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战略理论，战略思维

在中国外交理论宝库中，战略理论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外交

的大思路和大方略，也是运筹和实现外交总目标的系统性安排和长期运作。

（一）审时度势，战略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继承优秀传统

战略思想，强调世界的大势和趋势，提出富有时代感的国际战略理论，赢得

[1]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

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4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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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战略的主动。

邓小平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就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和战略态势的发展变

化，在和平与发展、国际格局多极化、综合国力竞争、科技革命、社会主义

前途等时代命题上深化和创新了国际战略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创了必要

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江泽民在带领中国走向21世纪时，提出了“三个着眼于”

的战略思想：要着眼于世界战略格局运筹大国关系，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

极经略周边，着眼于扩展战略空间大力开展多边外交。[1] 胡锦涛在 21 世纪

头十年的内政外交工作中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命题，强调“各级

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2] “两个统筹”

拓展了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地域和领域范畴，用崭新的战略思维指引中国从

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

习近平在领导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十分重视科学和客观地分析国际

战略。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对外工作中，他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3] 简而言之，正确历史观是要知往鉴来，正

确大局观是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正确角色观是对中国要有准确战略定位。上

述“三观”是对国际战略态势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指引中国外交在最好发

展期和严峻挑战中不断胜利前进的理论指南。

（二）战略目标，战略定力

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体制和机制优

势，以坚定的战略耐心和定力，一如既往地努力实现战略目标。

就外交战略目标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上一张蓝图干到底。

40 年来，中国外交一直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努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当然，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也会根据

现实变化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更加符合形势变化的需要。正如习近平在 2018

[1]　《江泽民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52-356 页。

[2]　《胡锦涛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45 页。

[3]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

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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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22 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波澜壮阔，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

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

中国在确立和实施战略目标的进程中，还十分强调战略定力。中国有信

心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深知实现的道路将是漫长和曲折的，因此需要战

略定力。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及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将长

期不变。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突变作出了精辟的论断，及时提出冷静观察、

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2] 江泽民和胡锦涛

都有过类似的论述，强调要充分考虑到困难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

形势又有新的变化，中国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乃至全球强国过渡时遇

到了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不仅有诸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和中美贸易战

等问题，而且还面临美国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以及美西方的集团性战略压

力等战略挑战。为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对外工作要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

定力。[3] 中国充分认识到挑战越严峻，中国就越要戒骄戒躁和排除干扰，咬

定青山不放松，朝着既定战略目标前进。

( 三）战略重点，问题导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导向。马克思

主义者历来重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因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

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 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我

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

[1]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

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王泰平主编：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7页。

[3]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

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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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

作出新概括。”[1] 

问题导向在此主要有三重意义。其一，战略理论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实

际问题。外交具有极其强烈的应用意义，往往要在紧迫的条件下作出迅速和

正确的反应。因此，中国外交的战略理论不能光从理论到理论或从逻辑推理

出发。相反，战略理论必须在实际和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实践服

务并且接受实践的检验。其二，中国外交必须抓住战略重点问题。中国外交

面对的问题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其他方面就会迎刃而解了。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

来在外交上一直把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作为战略重点问

题对待和处置，近些年来又增加了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问题。其三，增强议

题设置能力。中国在国力还不很强大的时候，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倡导

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和加强地区经济整合，争得了不少话语权。中国在

综合国力成倍提升后，先后提出要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趋利避害，要更加有

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增长、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重大全球性挑战，日

益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四、提高站位和学术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学术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许多明显不足。例如，中国外交学术理论缺乏体系

性和原创性。

当前，中国学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正在从学术和专业上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

中国学者的研究和分析，各有侧重，但可大致分为“阶段论”、“总体论”和“体

系论”。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第 6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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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论”者大都以重大历史时期或党的重要会议归纳总结中国的外交

理论。高飞认为 40 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是“独立自主，不结盟”。第二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

末）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第三阶段（20世纪 90年代末至党的十八大）

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1] 岳鹏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观

念上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阶段（1978—1992 年）是“服务经济，

韬光养晦”。第二阶段（1992—2001 年）是“责任担当，构建互信”。第三

阶段（2001—2012 年）是“促进和谐，服务为民”。第四阶段（2012 年— )

是“主动进取，务实创新”。[2]

“总体论”者从改革开放 4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跨度总结中国外交的理

论发展，但研究的重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苏长和指出：“40 年来，中国外

交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有

自己独特的价值内涵、逻辑特征、制度基础……中国同世界各国各方建立了

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体系……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大国外交

发展模式，成为新型国际政治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国外交理论为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资源。”[3]

“体系论”者有两类。一类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

方法论着手进行研究。例如，王红续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外交过程切入，

研究中国特色外交。[4] 另一类是从主要理念着手。又如，秦亚青认为中国特

色外交理论主要以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定位为重要前

[1]　高飞：“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当代世界》2018 年第 5期，

第 17-18 页。

[2]　岳鹏：“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外交观念的与时俱进”，光明网，2018 年 6 月 13 日，

http://share.gmw.cn/www/xueshu/2018-06/13/content_29258021.htm?from=singlemessage。（上网

时间：2018 年 8月 1日）

[3]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中积

累的宝贵经验”，《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2 日，第 7版。

[4]　王红续：“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当代世界》2011 年第 6期，

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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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1] 再如，王栋、朱晓凡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

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

“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2]

笔者在借鉴“阶段论”“总体论”“体系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

外交理论建设的“体系要素论”，即从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内外环境和历史

使命、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等

四大要素进行研究。[3]

首先，内外环境和历史使命。内外环境主要指客观存在，但还包括对其

的认识和判断。内外环境是中国外交理论产生、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也是最

终予以判断、作用和检验的根本。因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外环境就是当代

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由此可见，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就是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

外部环境。

其次，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抓住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就是抓住中国外

交的本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努力

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基本理论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世情

国情相结合的结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后者在外交领域则主要体现为邓

小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

再次，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外交战略的主要任务是要对总体思想和基

本理论进行全面、系统和长期的部署，主要包括战略思维、战略目标、战略条件、

战略布局和战略途径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就是根据这些战略思

[1]　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外交评论》2008年第 1期，

第 9 页。

[2]　王栋、朱晓凡：“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国际展望》2017年第 6期，

第 113 页。

[3]　参见杨洁勉：《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建设与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

第 53-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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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进行的，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的基础上，

向领域外交、全球治理、“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方向拓展。

最后，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中国外交政策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

合的特点。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和正确义利观等。但是，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

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体现出足够的灵活性。此外，中国对外关系的工作方

法是落实外交政策原则的主要途径，特别注重整体和局部、长远和当前、中

方和他方、重点和一般等的辩证关系，这些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外交在

改革开放 40 年里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结语

在改革开放的 40 年里，作为中国全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改革开

放的不同阶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积极营造有利

的内外环境，成功应对各种挑战，不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有力地推进

了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

在人类社会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之际，习近平外交思想应运而生。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

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

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

当前，中国外交既存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日益增多且更加严峻

的挑战。因此，中国外交更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

论自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科学客观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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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有效应对可预见和不

可预见的挑战，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从更长远的时间框架和地域、领域

的范畴看，中国外交还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实践和理论建设，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在此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学界任重而道远，肩负历史重任，在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中国学界只有

提高政治站位，才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

想的指导下，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同时，

中国学界只有加深学术厚度，才能实现政治理论和学术理论的融会贯通，建

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促进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加强社会

主义智库建设，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贡献于世界的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完稿日期：2018-9-4】

【责任编辑：姜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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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Diplomatic Theory Building in the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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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Jiemian 

During the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endeavor in diplomatic 
theory building has completed in forming diplomatic thoughts of leaders like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gtao, and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s 
a crystallization of these thought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s an integrated 
scientific theoretic system with rich content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it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general objective and a series of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of China’s 
external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unveils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innate rules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major-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China’s diplomacy needs 
to raise awareness of practice and theory, understan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a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way, grasp rul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ke best use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meet both foreseeable and unforeseeable challenges in an effective 
way, and break a new ground for China’s diplomacy through continued efforts in Reform 
and Opening-up. Meanwhile, China’s academia needs to raise political awareness, carry 
out in-depth academic research, make greater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provide mor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and China’s Diploma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Lu J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has evolved with 
changes and invariance. China has developed from a poor and backward developing 
country to an emerging great power, from the periphe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from the passive participa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a 


